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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比较法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我国民法尚未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是采

用“重大误解”制度来实现与域外法“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一样的规范功能。“重大误解”作为民法上

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一直以来都饱受“粗糙立法”的诟病，实务中的适用还是需要从价值层面出

发对其进行还原。在合同领域，表意人是否有权基于“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合同，法条规范同样模糊

不清。意思自治、信赖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利益均衡是构成重大误解规则的运作原理。在个案中，各

原理所占比重是不同的，若要判定“重大误解”下的合同效力问题，就需要对其四者进行动态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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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tional error” system has a long history in comparative law. Our country’s civil law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n intentional error system, but adopts the “major misunderstand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same normative function as the “intentional error” system of foreign law. As a high-
ly abstract legal concept in civil law, “major misunderstanding” has always been criticiz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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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h legis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still needs to be restored from the value level. In 
the field of contracts, whether ideologists have the right to call for cancellation of a contract based 
on a “major misunderstanding”, the legal provisions are also vague. Autonomy of will, protection 
of trust interests,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interest balance are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that con-
stitute a majo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In individual cases, the proportions of the various 
principles are different. 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under the “major misunders-
tanding”, it is necessary to dynamically measure the four of them. 

 
Keywords 
Major Misunderstanding, Wrong System, Autonomy, Validity of Contrac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意思自治是民法领域一项重要的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盖只有在健全、无瑕疵之

状态下所形成之自我决定才值得尊重，契约方能确保约定之法律效果之正确。”[1]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

思瑕疵，重大误解制度应运而生，成为了当事人合同自由、意思表示真实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也承接《民法通则》中的重大误解条款规定重大误解是合同可撤销的类型之一。

重大误解的发生以“合同关系”为典型。误解方主张撤销合同，从而可以从和自己意思相悖的合同关系

中挣脱出来，相对方则面临着合同关系破裂，自己为合同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现

实困境。如何理解重大误解，在重大误解发生下的合同关系中如何衡量双方的利益，是立法者、司法者

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2. 大陆法系中的“错误制度”与“重大误解”之分 

意思自治作为民法上一项重要的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于在违背真实表示意愿下

制定的合同，都给予了一定的救济措施，使错误表意人从“意思表示瑕疵”合同中挣脱出来。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均没有“重大误解”这一概念，都以“错误制度”规定民事领域的误解。对于重大误解制度和

意思表示错误的差异，我国学术界看法不一，认为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制度与德国法上的错误在含义

上是基本相同的，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2]。 
(一) 以“特里尔葡萄酒拍卖会案”看意思表示 
关于意思表示错误最著名的案件莫过于“特里尔葡萄酒拍卖会案”。特里尔是德国一个著名的生产

葡萄酒的地方，对当地并不熟悉的甲一天偶然走到了一个地下室酒馆，他并不知道那里当时正在举办一

场葡萄酒拍卖大会，在场者举手则视为应价，甲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向熟人招手，拍卖师随即将甲的行

为视为应价，由于在场的并没有其他人应价，拍卖师认为甲应当拍下这瓶葡萄酒。德国民法界认为该案

讨论的重点便是判断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意思表示，我国民法界亦遵循的这一做法。无论是大陆、英美法

系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或者是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基石都是“意思表示”。 
(二) 德国民法典中的“二元论”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错误制度”的规定是大陆法系的杰出代表。《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第 1

款规定，表意人所作意思表示的内容有错误，或者根本无意作出此种内容的意思表示，如果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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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人如果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其情况后即不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

错误的类型主要是通过意思表示的不同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意思形成阶段，表意人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错误，是对做出意思表示的原因产生的错误，称之为“动机错误”。第二阶段是表意人考虑如何将内心

意思表露于外的阶段，这一阶段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产生偏差的错误称为“内容错误”。第三阶段是表

意人在第二阶段考虑后选择表示符号的阶段，这一阶段形成的错误称为“表示错误”。表示错误与内容

错误在实践中难以区分，故可以将其统一视作为一种类型。第四阶段是在意思表示传达过程中所产生的

错误，如果表示不是当面做出的，则存在因传达人的过错使相对人接收到的信息与表意人的客观意思不

符的情况，此种错误称为“传达错误”。第五阶段是处在相对人对意思表示的理解阶段，这一阶段是相

对人自身的原因导致其对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理解错误，称之为“受领错误”[3]。所谓的“二元论”，实

际上就是区分意思表达上的错误和意思形成时的错误，即区分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 
《德国民法典》认为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其第 119 条第 2 款设置了一个法律

拟制，将其作为动机错误的例外，“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

思表示的内容的错误。”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二元论以“意思主义”为基础，其优点在于划分阶段条理清

晰，同时缺点也很明显，仅根据意思表示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导致实务中将判断错误类型

视为主要任务，过于狭隘。 
(三) 我国民法上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 
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借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民法的理论及立法实践经验，苏联法学家诺维茨著的《法

律行为诉讼时效》一书中，就用误解来代替错误[4]。原苏俄的民法典中第 57 条的规定基于实质性误解而

实施的法律行为，因误解而行动的一方可以起诉，该行为宣布无效。前苏联的民法学说认为，误解不能

是一般的误解，而是非此误解不足以使人订立合同的误解。我国民法移植了前苏联的这一“重大误解”

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59 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可以撤销或者变更

合同。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去掉了“行为内容”这一说法，规定基于重

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明年即将生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沿用了该款条文，并未做修改。我国学界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版的“意思表示

错误制度”，而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意思表示错误的原因在表意人方面，而误解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

的原因在表意人的相对人方面。笔者认为，中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在立法上有别于大陆法系的意思表

示错误制度，其不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进行阐述，而是将其归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一类。但我国的重大

误解制度与德国法上的“错误制度”是功能相当的，致力于纠正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出现的各项错

误，尽可能地维护当事人真实无误的意思表示。 

3. 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目前，我国各部法律对于重大误解的规定还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属于不确定性概念，究竟何为重

大误解，其具体表现有哪些模糊不清，重大误解在司法实务中的统一判断标准为何，规定的仍然过于宽

泛和粗糙。笔者认为，成立重大误解除了要满足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所要具备的要件外，还需满足以下三

个要件。 
(一) “重大”问题的认定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交易行为具有复杂性，参与人又受到生活经验、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的限制，

对某一民事行为的客观因素做出错误的判断与预估是合乎常理的。出于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和善意相对人、

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并不是所有的意思表示瑕疵都能影响合同的法律效果，错误必须达到一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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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能得到救济。我国将其规定为“重大”，所谓重大，指这种误解足以影响合同的目的及双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民事行为内容在客观上给误解人造成较大损失，即行为内容履行的结果对误解人显失公平，

一般人如果处于表意人的地位，假使不是由于错误，就不会作出那样的意思表示[5]。我们可以从误解的

客体和误解的后果两方面来对“重大”进行认定。 
关于误解的客体，我国《民通意见》第 71 条的规定中列举了如下几种：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

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一般而言，合同的主要内容即行为、标的物、对方当

事人往往会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在实务里的特殊情况下，对标的物的包装、履行地点、方

式、期限的误解也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也可能适用重大误解[6]。
但对于合同主要条款之外又不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则不应该适用重大误解。 

关于误解的后果，“重大误解”规则设立的本意就是保护误解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使其免于承担

合同的不利后果，是交易安全原则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让步。如果误解人并不因错误的意思表示而遭受不

利后果，则贸然撤销合同则是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极大破坏，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 
(二) “误解”是表意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下产生的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错误制度的设计并没有涉及到表意人的主观状态，即便表意人存在重大过失

也不影响其撤销权的行使。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撤销权的规定是表意人需主观上

无过失[7]。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误解都是表意人在生活经验、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缺失的情况

下，未尽到一个谨慎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下导致的。对表意人轻微的过失而造成的误解给予救济是合情合

理的，但是如果不区分过失的程度就容易造成合同双方利益失衡的结果。如果表意人明知自己的意思表

示可能存在判断错误的风险，则表意人存在对不利后果放任的故意，其应该对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如果

表意人在商事交易中没有尽到一个理性人应该尽到的足够的注意义务，则他应为自己的重大过失承担一

定的不利后果。综上，重大误解在赋予表意人撤销权的同时要兼顾意思自治原则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

衡。 
此外，受领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同样也会影响重大误解的认定。若受领人出于故意，即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行为引起表意人的重大误解，则属于欺诈的调整范围，而不构成重大误解。 
(三) 误解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不利后果 
法律制定“重大误解”预设的条件是误解导致了合同的订立，若误解不存在则不会在该种条件下订

立合同，误解人不愿意承担因误解而产生的合同效果。若该误解的产生并不足以导致重大不公平结果且

误解人愿意承担误解的不利后果，则不存在重大误解适用的空间。  

4. 合同效力的判断——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本节将民事法律行为中的重大误解框定在合同的背景下，着重讨论重大误解下合同的可撤销性。若

在司法实践中一味地认定为是“重大误解”而判定撤销合同，从误解人的利益出发，确实符合意思自治

原则中的“意思表示真实”，但对于受领人来说，若受领人对误解人的错误不知情或者不应该知情，则

破坏了受领人对合同的信赖利益，不利于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不仅仅代表着个人利益，更牵涉到国家交

易市场的稳定，故立法者、司法者不会一味地迁就误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何判定撤销与否的界限，

成为最大的难题。笔者在参考德国意思表示形成阶段和“重大误解”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综合意思自治、

信赖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利益均衡四项原则，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分析。 
(一) 错误表意者可以撤销合同的情形 
1) 受领人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种情况是指，受领人明知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仍然受领错

误的意思表示并促使错误合意的达成。民法上并不要求受领人有辨别表意人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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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当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知道或者稍微尽到注意义务就能发现表意人意思表示错

误，则应当及时提醒表意人。此种情况下，如果受领人出于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则交易安全不应当被保

护，错误表意人可以撤销合同。 
2) 双方共同产生错误认识。此种情况也称为“共同错误”，指缔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与缔约相

关的特定事项具有相同的不准确认识[8]。若双方在意识形成阶段均无意识地对交易内容达成了错误认识，

则交易基础不成立，合意失败且无法补正，双方当事人应该撤销合同并且重新进行合意。 
3) 表意人无过错。这点在前文也有所提及，即表意人无法避免地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错误意思表

示的做出不在表意人的管控范围之内在法律上不具有苛责性。这种情况下，交易安全要适当地让步于意

思自治，合同处于可撤销的情形。具体情况有传达人故意的传达错误，使受领人接收到的意思表示完全

中断于表意人原始的意思表示，即便表意人尽到了最高的注意义务，依旧无法避免传达人给表意人强加

的错误意思表示。该项标准可以作为合同可撤销的兜底条款。 
(二) 错误表意人无法撤销合同的情形 
1) 无害的错误。即“误载不害真意”，即错误的意思表示已经被受领人识破，受领人透过错误的意

思表示外观领会了表意人的真意，那么双方达成的合意就脱离了表示的束缚，不论意思表示如何，始终

以表意人的原意为准。在此种情况下，合同不需要被撤销。因为表意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收到侵害，

也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 
2) 法律认识上的错误。又称法律效果上的错误，指表意人对于意思表示所导致的法律效果产生的认

识错误。我国既有民法理论基于“二元论”立场，倾向于将法律错误归入动机错误，不以之为可撤销合

同的事由。不过，目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主张引进德国法上的法律效果错误概念，用以解释我国

法上的行为后果的错误；行为后果的错误既包括内容错误，也包括法律效果错误。在我国法的框架下，

法律效果错误原则上应准予撤销。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辩证看待。罗马法谚有云：不知法不为抗辩。推定社会交往中的每个人都

知法，并应为自身所做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表意人知道自己的意思表示会

在合同上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可，法律效果的错误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合同可撤销的条件，但是也有例

外，缔约时的法律也是事实状态的一部分，若因为对法律效果的认识错误而导致合同结果显示公平，法

律也可以适当给予救济。 
3) 传达者无意的传达错误。与之相对的是传达者故意的传达错误，这点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属于

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但是若传达者属于无意，则法律后果相反，表意人对传达者的选任具有一定的管领

控制力，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过失，此时应该保护善意相对人、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基于对交易安全的考

量，合同不应该被撤销。但是表意人对于有重大过失的传达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4) 当事人错误。指实际受领人并非表意人实际欲与之发生交易关系的受领人。一般情况下，意思表

示错误针对的都是标的物，很少对当事人产生误解。是要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就不会对交易安全

造成影响。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因为当事人的错误而撤销合同。存在的例外是，受领人的身份、资

质等因素会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表意人如果知道受领人不是其想要交易的对象就不会与之签订

合同，这种情况下，误解具有“重大性”，法律应该准许撤销。 
5) 动机错误。动机错误是指表意人在意思表示形成阶段产生的错误，“二元论”严格区分动机错误

和表示错误。《德国民法典》中不包括动机错误，我国民事领域也普遍认为动机错误不是撤销合同的情

形。理由在于，一方面，表意人不得将其对现实情况的设想正确与否的风险转嫁他人，另一方面动机并

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实现和交易的安全[9]。《德国民法典》上将具有重要性质的动机错误作为可撤销的情

形。但是笔者认为，在实务中，裁判者也应该综合考量动错误对交易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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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示错误。表示错误处于表意人将内心意思表露于外的阶段，但他的表达与内心实际想表达的存

在背离。实务中应该严格控制表示错误对于合同的撤销，因为表示行为是全程由表意人管领控制的，受

领人即使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也无法轻易得知表意人所作的意思表示是否遵循内心真意，他只需站在

一个理性人的角度判断即可。因此，相比于受领人，表意人对于错误的意思表示有更大的过错，应该对

这种过错承担责任，而受领人在合同中的信赖利益更值得保护。 

5. 结语 

我国民法领域的重大误解制度实际上就是比较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只是重大误解侧重于研究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侧重于研究表意人的内心真意。从《民通意见》到《民法通

则》、《民法总则》、《民法典》，关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设计始终蜻蜓点水，过于粗糙。笔者认为，关

于重大误解可以参照比较法上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研究，但是需要摒弃错误制度中以“意思表示”为中

心的思想，加入对交易安全和信赖利益保护的考量，兼采“表示主义”和“意思主义”作为立法价值，

从而应对民事合同领域的各种错误类型，判断表意人是否具有撤销权，构建我国特有的意思表示错误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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